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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冶萍公司与国民党政权之关系
———以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整理汉冶萍公司案为中心

左世元
（湖北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部，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３）

　　摘　要：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整理”汉冶萍公司的活动。其目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增强自身统

治的基础。汉冶萍公司无力对抗，遂向拥有公司巨大债权的日本求援，整理汉冶萍便转化为国民党政权与日本之间

的博弈。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不仅国内政局动荡，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在日本的干预

和阻挠下，国民党政权无论是武汉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均无法真正对汉冶萍公司进行接管整理。国民党政权丧失了将

汉冶萍公司收归国有的一次良机，而汉冶萍公司则在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依靠日本，最终沦为日本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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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不到半年的时间
即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１９２６年 ９月，革命军
占领武汉三镇；１９２７年１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３月
成立隶属于交通部的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随后

便公布了《管理汉冶萍公司委员会章程》，着手对近

代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营企业———汉冶萍公司进行

接管“整理”。国民党政权与汉冶萍公司及日本的

博弈便拉开了序幕。

一、国民党政权接管汉冶萍公司的原因

及整理方案的出台

　　鉴于矿冶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
位，为加强对其全面控制，国民党在北伐战争过程中

就开始接管和掌握军事势力范围内北洋政府遗留下

来的所谓“逆股”企业。汉冶萍公司作为近代中国、

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的钢铁煤联营企业，成为国民党

接管的重要对象，其主要原因有：

首先，整理汉冶萍公司是国民党统制经济，巩固

财政的需要。财政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命脉。对一

个政权，尤其是新政权而言，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有效

的财政经济政策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要使国家能

负担起维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以及一大批国家官

吏的开支，“国家财政势必就得成为国家最迫切、最

重要的经济工作中心”。因此，国家考虑和制定各

项经济政策，“必须会把财政奉为轴心，一切经济政

策最后都可以直接、间接地归于这一轴心”
［１］
。国

民党从广东局部执政开始，就采取经济统制政策以

加强自身的经济基础，但窘迫的财政一直威胁着其

政权的生存。１９２５年 １０月至 １９２６年 ９月，广州国
民政府财政总收入为８０２０万元，实际开支则高达近
７８３０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６１２９．５万元，占
７８．３％［２］

。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这种情况益趋严

重，因此国民党在北伐过程中就陆续接管了北洋政

府遗留下来的矿冶业，如浙江长兴煤矿、安徽烈山煤

矿等
［３］７０６－７０８

。武汉政府时期，由于承继的湖北财政

本身是一个烂摊子，加之后来南京方面的金融封锁，

财政极为困难。南京政府建立之初亦面临着同样的

财政困境，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的岁出总额分别为１．５０８
亿元、４．３４亿元和５．８５亿元，而财政赤字分别占岁出
总额的４８．７％、２３％和１７．３％［４］

。汉冶萍公司号称

远东第一大钢铁煤联营企业，资产总额达６０００万元
（１９１８年统计数字）［５］，创办之初完全为国家投资
（１９０８年盛宣怀将其改为商办公司），但自清朝覆亡
后，一方面在管理上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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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享受政府的诸多优惠政策，这使国民党无法容忍，

故国民党政权在北洋政府垮台后决定对其接管整

理，以增强自身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次，整理汉冶萍受到孙中山“国有”思想的影

响。国民党政权对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大型矿冶业

进行接管整理，以改造为国家资本的一部分，显然受

到孙中山“国有”思想的影响。在孙中山民生主义

思想中，“节制资本”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在阐释“节制资本”思想时，首
次增加了“制造国家资本”的理念。他指出：中国近

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

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如何“制造国家

资本”呢？就是“发展国家实业”
［６］
。在他看来，凡

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

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应“由国家经营管理

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７］
。汉

冶萍公司无疑属于孙中山所说上述一类企业。孙中

山节制私人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的思想后来成为国

民党政权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奉若圭臬的指导思想。

１９２７年９月南京政府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确国民党
民生主义的最大原则，“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同

时并建设国家资本，以发展各种有利民生之实

业”
［８］
。１９２８年的《国民政府宣言》重申：“若夫产

业之有独占性质而为国家之基本工业者，则不得委

诸个人，而当由国家经营之。此类事业乃政府今后

努力建设之主要目标。”
［９］４３－４４１９２９年《训政时期国

民政府施政纲领》要求工商部从整理旧有国有工

业、设立基本工业制造厂两方面“发展国营工业”，

其中包括钢铁厂和矿冶业
［９］１１３

。１９３１年蒋介石在
其《实业建设程序案》中称，孙中山“实业计划……

自当确定为中华民国物质建设之最高原则，竭全国

之力以赴之”
［１０］
。汉冶萍三十余年的商办历史表

明：对于像钢铁和矿冶等特殊行业，完全依靠私人资

本经营是难以取得成功的；而且钢铁和矿业涉及到

国计民生，必须由国家经营。

最后，民众的呼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

冶萍公司经过一战期间短暂的繁荣后，再次陷入困

境。１９２４年和 １９２５年，汉阳铁厂和大冶钢厂相继
停产，公司所属厂矿中只有大冶铁矿在苟延残喘。

而且萍乡煤矿及大冶铁矿事实上已处于工人掌握之

中。汉冶萍公司的混乱状态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靠此

为生的百余万人；同时，公司所生产钢铁与铁路、轮

船、工厂等国家实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是有效抵制外

国钢铁垄断中国市场的屏障
［１１］
，因此社会各界强烈

要求国民党政权接管并维持汉冶萍。１９２６年 １２月
湖南总工会派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维持汉冶

萍，否则由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人民没收自办。

１９２７年１月湖北汉冶萍财产维持委员会由武汉十
五个团体组织，派代表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

府请愿，请政府设法维持。

鉴于上述原因，无论是武汉政府还是南京政府

均拟接管并整理汉冶萍。武汉政府由于存在时间较

短，加之当时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形势严峻，未能形

成一整套对汉冶萍的方针政策；南京政府时期，国家

渐趋统一，国民党对接管汉冶萍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并出台了一套较为成熟且具操作性的整理方案。这

一点可从国民政府交通部１９２８年１月颁布的“整理
汉冶萍公司委员会整理煤铁厂矿目前着手办

法”
［１２］９５０－９５５

中体现出来。该办法共八个部分，主要

精神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序言，说明了汉冶萍的

历史沿革、面临的困境及整理的必要性，表明政府的

基本立场。二是提高砂价，主要是针对日本而言的。

汉冶萍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资金缺乏，多次以预借矿

价和铁价的方式谋求日本的贷款，而日本则极力压

低生铁及铁矿石的价格，从中谋取暴利。仅一战期

间，公司向日方提供生铁约三十万吨，矿石约百万

吨，损失约合华银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万元
［１３］
。因此

“停止一切债务之息，提高大冶铁矿砂价出售之价，

为整理入手办法”。提高砂价的关键是要与日本达

成谅解，对此，国民政府乐观地认为，中日两国“唇

齿相依，经济之结合，尤为共存共荣必要条件，日既

需我之铁砂与生铁；在相当范围内，我亦正愿供给，

故此次对于整理汉冶萍煤铁矿厂，双方具有同情。

暂停付息，提高砂价至能整理矿厂之程度一事，必能

办到也”。三是关于汉冶萍公司厂矿恢复及理财和

用人等管理层面的问题。四是结论，也是该办法的

落脚点。整理的步骤是：“先接管冶矿，次及萍矿，

萍焦能源源接济，即开汉厂一炉。”第二步“当集全

力开拓萍矿”。“萍矿能供相当之焦，冶厂两炉并

开，日产生铁九百吨，合之汉厂两炉，共产一千四百

吨，再进而制钢，此第二步之希望也。”“着手办法”

应该说抓住了整理汉冶萍的关键，但其局限性也显

而易见，如对公司股东的权益保障只字未提，而且对

所欠日本的债务及可能的反应亦考虑不足。这也是

导致汉冶萍公司联合日本抗拒国民党政权整理的一

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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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关于汉冶萍“整理”案的博弈

日本与汉冶萍公司的渊源甚深。日本是一个铁

矿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自１８９６年八幡制铁所创办
后，就一直在寻找稳定而优质的矿源。１８９９年日本已
卸任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

用日本的煤焦换取大冶的铁矿石，后遂有《煤铁互售

合同》的签订。这是日本同汉冶萍关系建立之始端。

其后，由于经费不足，汉冶萍多次以预借矿价和铁价

的方式获取日本的贷款，为后者的经济渗透打开了方

便之门。日本就是通过经济渗透达到政治控制的目

的，从而最终使汉冶萍沦为其钢铁工业的原料基地。

至辛亥革命前夕，汉冶萍所借日债达到１７００万日元，
已超过了其股本

［１５］
。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利用南京

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之机，压迫孙中山及临时政府抵押

汉冶萍以获取日本的借款，即所谓的中日合办汉冶萍

借款案。后由于临时政府内部及社会舆论的强烈反

对而流产
［１６］
。１９１５年日本利用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

机，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其中第三

号就是关于中日合办汉冶萍，规定：“两缔约国互相约

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

业。”
［１７］
后由于英美的干预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武汉政府成立汉冶萍公司整

理委员会后，公司明知无法抵抗，遂向拥有巨大债权

关系的日本求援。因此，“整理”汉冶萍案遂转化为国

民党政权与日本之间的博弈。

武汉政府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成立后，采取断

然措施，先是扣留公司在武汉的轮驳，接着阻止大冶

铁矿铁砂出口，最后决定接管萍乡煤矿。公司一面同

整理委员会周旋，一面将消息告知日本，请求获得援

助。日本不能容忍，即派驻上海副领事加藤访问财政

部长宋子文，意在试探国民政府对汉冶萍的态度。宋

子文表示，政府的方针不是没收，而是为复兴汉冶萍，

同时希望日方提出具体的方案
［１２］９１２

。由于难以获知

武汉政府的真实意图，日方又训令铁道省北京代办处

主任金井清到武汉直接同交通部铁道处处长蔡增基

晤谈。日本初步了解到，武汉政府拟分两步解决汉冶

萍问题，首先是由中日两国派出全权代表组成委员

会，根据国际法原则作政治解决；其次是进入经济解

决环节，具体步骤是：恢复大冶熔矿炉一座及萍乡煤

矿，再进一步谋求根本解决。对此，金井氏表示满意，

认为上述计划“不仅同我从来所想者完全吻合；且其

并未提极端‘没收’之语，只是说在国民政府限度内实

行‘没收’”；而且还不拒绝同日本作彻底之妥协。因

此对日本十分有利。
［１２］９１２－９１５

蒋介石右派集团同武汉决裂后，在南京另立中

央，武汉与南京处于严重对立状态。在南京方面的

经济、金融封锁下，武汉政府的财政困难进一步加

剧。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工商业主纷纷转移资金，

财政部则“库空如洗”，“常被军需人员包围”，濒于

绝境
［１７］
。另外，武汉的煤荒也日益严重。武汉用煤

一向依靠日本，“四·三”事件后来源断绝，不得不改

为依靠萍乡，但汉冶萍又长期停工。在这种情势下，

武汉政府的态度趋于强硬，决定接管萍乡煤矿和大

冶铁矿，以济燃眉
［１８］６７

。武汉政府的活动引起了日

方的强烈反应。日驻汉口代理总领事田中正一向整

理委员会主席黎照寰提出质问，黎氏强调：在整理期

间，公司的所有活动必须停止，若公司拒绝整理，则

“强制执行”
［１２］９１７

。但在南京方面及帝国主义的包

围下，武汉政府日益右倾，因此在整理汉冶萍问题上

态度开始软化。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和南京的

国民党合流，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成立整理汉冶萍

公司委员会，颁布暂行章程，提出前述之“着手办

法”八款，还派技佐黄伯逵长期驻大冶铁矿，准备接

管。对此，汉冶萍公司顾问波多野养作与八幡制铁

所驻上海代表山县初男访问交通部次长、整理委员

会主席委员李仲公等，向其提出抗议。李氏向其阐

明国民政府的三点方针：一是汉冶萍公司为国家重

要产业，弊端甚多，政府只是在组织对其整理，决无

收为国有之意，并希望取得日本的合作；二是承认尊

重公司与日本债权，但应提高矿石售价；三是对接管

大冶铁矿事宜，希望先行与日方进行商议，如日方不

允，则断然着手直接接管。而日方蛮横地提出：公司

的整理应由其自己处理，“万难同意”南京政府的整

理
［１２］９５９－９６０

。但整理工作很快因国民党的内讧而无

从进行。蒋介石在桂系的逼宫下被迫下野；汪精卫

由于遭到南京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排挤，潜回武汉，

重新竖起国民党大旗，演化为新的宁汉对立。而且

在汪的鼓动下，汉方的军事首领唐生智与宁方桂系

的战争一触即发。由于政局混乱，日方无法找到作

为交涉对象之有力负责人，南京政府也无人负责继

续对汉冶萍的整理。

尽管如此，日方还是为应付可能的不测拟定了

一整套应急预案。万一国民党派委员接管大冶，大

冶“便以本案尚未接到本公司之命令为辞，予以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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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尽量将本案移归负责交涉之上海总公司，以便临

机应变”。如国民党挟武力强迫接管，则“停止该厂

之一切支付”；“对于仍有被强夺之虑的现金等，则

可预先委托西泽所长保管”；“矿石可以出售于他

人”
［１２］９６２

。但南京政局随着蒋介石的复职而渐趋稳

定，为寻求根本解决之策，日本政府决定：派遣驻华

财政事务官公森等视察公司，以引起南京政府重视；

访问南京当局，并提出抗议
［１２］９６５－９６７

；三是派遣军舰

浦风号、嵯峨号等游弋于石灰窑江面，进行武力恫

吓。在日本的高压下，国民党决策层寻求与日方展

开对话的渠道。在确信南京政府“总以友好精神与

日本之间谋求圆满解决”汉冶萍问题的立场

后
［１２］９７４

，日方迅速打开了与湖北地方当局交涉的突

破口，得到的承诺是：关于汉冶萍接管问题，湖北服

从中央政府之指示；关于船舶问题，由于公司欠省政

府二千五百万元债务，因此湖北将公司所有之一部

分船舶提充担保，待债务偿清，即行发还船舶；协商

解决砂捐问题。对此，日方表示满意，只提出要求湖

北当局迅速发还被扣船舶
［１２］９８２－９９４

。中日关于汉冶

萍的交涉之所以能取得进展，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复

职后，积极筹划第二次北伐，需要取得日本的支持，

故南京政府采取了妥协态度。

蒋介石原以为通过汉冶萍问题上的妥协能取得

日本在北伐问题上的谅解，但日本最终还是制造了济

南惨案，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遂由日本转向欧

美
［１９］
。尽管南京政府内部 １９２９年 ３月再次掀起整

理汉冶萍公司的呼声，而且接管该工作的农矿部长易

培基坚持要求整理汉冶萍，整理委员会提出了公司厂

矿首“次第开工”；次宜“提高砂价”；此外还有“修改

条约，改良交通，清理账目，裁汰冗员”等一揽子计

划。
［１２］９９８

但时值中日间关于济南惨案的交涉处于胶着

状态，以及国民党与欧美国家改订新约的关键时期，

且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等矛盾

正在酝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汉冶萍事宜。

在日本的阻挠下，整理工作无从进行，再次陷入停顿，

最终不了了之。可以说，国民党第三次提出整理汉冶

萍，主要还是停留在决议层面，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

动，可视为前两次整理行动之余绪。

三、制约国民党政权整理

汉冶萍案的不利因素

　　国民党政权在整理汉冶萍过程中，明显受到了
如下不利因素的制约：

其一，国内政局动荡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是

影响整理工作顺利进行的最重要因素。１９２７—１９２９
年国民党政权整理汉冶萍公司期间，正值北洋军阀

垮台与国民党政权确立统治的政治转型时期，不仅

有新旧政权更替的激烈斗争，而且有国民革命统一

战线内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还有国民党新军

阀之间的冲突。在国民党政权确立过程中，中国各

种政治力量相互牵制、竞争与内耗，削弱了国家的实

力，从而制约和影响对汉冶萍整理及与日本斗争的

力量。武汉政府时期，国民党在军事上要对付北洋

军阀的进攻，在政治上还要对付日趋反动的蒋介石

集团，而且在外交上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政

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形势均十分严峻，因此无法集

中力量整理汉冶萍。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宁汉

合流，结果是，“武汉政府各机关，大举转移南京，该

委员会（即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亦决议于八月

二十五日迁往南京。汉口留一办事员，委员长黎照

寰、委员谌湛溪、吴尚鹰、陈延炯相率前后来到南京，

只有刘义一人继续留在安源”
［１２］９２５－９２６

。武汉政府

的整理工作事实上陷于停顿。宁汉合流后，国民党

本应集中力量整理汉冶萍，但随之而来的派系斗争

打断了这一工作。蒋介石下野，桂系军阀把持政权，

汪精卫集团被排斥而演变为新的宁汉对立，整个政

局一片混乱。南京政府刚刚启动的汉冶萍整理工作

又被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治分会接管。由此可见，

政局动荡与派系之争是影响到汉冶萍整理工作顺利

进行的最重要因素。

其二，对日外交影响国民党政权对汉冶萍的整

理。在整理汉冶萍过程中，对日外交是国民党考量

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战期间，日本极力扩张其在华

侵略权益；日本的势力尽管在华盛顿会议上受到美

国的遏制，但发展仍十分迅速。１９１４年，日本在华
投资次于英（３１．３％）、俄（１８．８％）、德（１６．４％），
１９３０年则超过英国（３３．２％），达到３８．８％，一跃成
为在华最大投资国

［２０］
。因而国民党内无论是孙中

山还是蒋介石，均认识到日本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力。

孙中山早在１９２２年就说过：“在列国之中，尤其日本
和苏联与我们休戚相关，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

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

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蒋介石在 １９２６年
８月曾明确地指出：国民革命在中国内部首要的对
手是奉系，而外部的对手除了在中国拥有广泛殖民

权益的英国外，“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在蒋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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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列强中唯一有可能且有意出兵侵华的国

家
［２１］
。武汉政府时期，尽管日本制造了屠杀中国人

民的“四·三”惨案，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但为了集中

力量打击对华持积极侵略态度的英国，并拆散可能

形成的英日同盟，故“对日不如对英之剧烈”
［１８］４９

。

为此对汉冶萍整理问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克制。随

着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激化，为分化统一战

线，１９２６年冬至 １９２７年春日本政府展开了拉拢蒋
介石集团的活动，日蒋关系有了相当深入的发展。

尤其是在１９２７年 ３月 ２４日南京事件中，日本不仅
未参与英美等国炮击，而且还极力劝阻英美对蒋采

取强硬措施，这使得蒋介石对日本的“善意”十分感

激。南京政府建立不久，日本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坚持“协调”外交的日本外相币原因受到国内反对

派的指责而下台，对华强硬派田中义一上台。因有

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的前车之鉴，故蒋介石利用第

一次下野之机访问日本，以寻求后者在外交上的支

持而东山再起，同时探寻日本政府对国民党北伐问

题的真实意图。在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晤后，蒋

介石断定日本“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

阻止中国之统一”
［２２］
。蒋介石上台后，仍然硬着头

皮推行亲日外交路线，幻想能取得日本的谅解，阻止

其出兵。正是如此，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无法在

汉冶萍整理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其三，主管部门及人事的更迭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原因。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组建隶属交通部的

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由于萍乡煤矿事实已在中

共领导的工会掌握之中，故将萍矿作为汉冶萍公司

整理的突破口。交通部长孙科派遣谌湛溪为整理委

员会专员，萍矿在其主持下，生产和经营初见成效。

宁汉合流后，整理委员会人员全部辞职，工作亦即停

顿。南京政府成立后，亦设立隶属于交通部的整理

委员会。在人员遴选方面，交通部考虑颇周，“由于

矿厂运输，与铁路关系密切，故派路政司长为一委

员；因款项筹措关系，请财政部推荐一人为委员；因

与日人有铁砂生铁买卖关系，请外交部推荐一人；因

整理各矿厂有赖于地方当局之协助，故于湘、鄂、赣

省政府非专门人才及经验宏富者不易奏功，所以仍

请谌湛溪担任专任委员”
［２３］
。但随后新的宁汉对

峙，汉冶萍整理工作被武汉军事委员会接管。武汉

军事委员会为继续开办汉阳铁厂，设置汉阳铁厂筹

备处，任命唐生智系人物胡庶华为处长。蒋介石复

职后，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又改隶属于农矿部。

农矿部长易培基派遣陈郁、胡博渊等五人组成汉冶

萍整理委员会。从总体而言，负责此项工作的孙科、

王伯群、易培基等人对接管整理汉冶萍均持积极态

度，且整理委员会中也不乏如谌湛溪、胡庶华、陈郁

等对汉冶萍发展历史研究颇深的人物，但由于整理

委员会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且委员会的人事经

常处于变化之中，致使整理政策缺乏连续性。另外，

汉冶萍整理工作还受到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影

响，如蒋介石下野后，整理委员会自主席李仲公及以

下均随之挂冠而去；易培基出任农矿部长则是蒋介

石为平衡同其他派系关系的结果。这都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汉冶萍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结 语

进入民国后，汉冶萍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前所

未有的困境，“国有”化成为其唯一的选择。一方面，

汉冶萍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摆脱地方各省提出的

“省有”问题。辛亥革命后，由于清政府的倒台和盛宣

怀的失势，公司丧失了政府的庇护，湘、鄂、赣三省官

绅以公司久欠地方官款无力偿还为由，乘机提出接管

公司，由各省经营；另一方面，公司在辛亥革命期间遭

受战火破坏，损失惨重，要恢复生产需要一大笔资金，

故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有中日合办汉冶萍之议。从

当时的形势来看，在中日合办的方案被否定后，汉冶

萍要么国有，要么官督商办，继续商办已成为不可能

之事。因为只有中央政权的介入，才能阻止地方当局

的接管行动，并为公司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在这种情

势下，辛亥革命后的“国有”之议甚嚣尘上。如公司协

理叶景葵明确提出公司国有，“国有主旨，系因商力疲

敝，工程艰巨，断非一二年所能获利，必须国家任其开

创”
［２４］
。公司股东汪幼安亦提出只有通过国有才能

解决汉冶萍的困境
［３］４７１－４７２

。时任袁世凯政府农商部

长的张謇基于抵制日本的侵略，力主通过官督商办，

最后达到国有的目的
［２５］
。鉴于此，公司于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年先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国有”和“官督商
办”，但终因北洋政府财政困窘和日本的干预而流

产
［２６］
。诚如吴景超后来分析汉冶萍在民初国有失败

的原因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因国有之议初起时，

便有赣、鄂两省对于汉冶萍的纷争，又兼东南发生二

次革命，遂致悬而未决。二因国有须筹资四千五百万

或二千五百万，当时的政府无此筹款的能力。三因日

人的反对。……”
［２７］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汉冶萍公司的发展遇到了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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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类似的困境。汉冶萍经过欧战的短暂繁荣后再次

陷入困境，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汉阳和大冶两处铁厂相继
停产，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国民

党政权将汉冶萍收归国有。如中共早期工会领袖、

安源路矿大罢工领导人刘少奇在１９２４年《救护汉冶
萍公司》一文中明确提出要挽救汉冶萍。他在分析

造成汉冶萍“万劫不复”原因的同时，提出的策略是

由政府进行“改良”和“夺回汉冶萍主权”。
［１１］
江西

人民维持萍矿委员会代表刘义则明确提出汉冶萍应

收归国有，所持理由是“该公司实无能力与资格，管

理该项产业，中央政府应即时收归国有，已救国家产

业，而符保护农工之政策”
［２８］
。国民党人胡庶华在

１９２７年８月写成《整理汉冶萍意见书》，极力主张汉
冶萍收归国有。他指出：“民国以来，军阀割据，绅

士专权，商办的汉冶萍在今日还想维持其商办的地

位，已是不可能。”故汉冶萍“非国家出来通盘筹划，

是没有办法的了”。他还提出整理的办法，内分收

归国有、发分股本、处理债务、筹备复工、经费预算、

收入预算、出品支配及扩充计算等八点
［２９］
。可以

说，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国民党政权接管整理汉冶萍，尽
管有扩充国家资本的意图，但也考虑了汉冶萍的艰

难处境及民众的呼吁，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当时的

形势，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时值近代中国政治处于

剧烈转型的过渡期，新旧政权更替的斗争，国民党内

部纷争不断，再加上日本的蛮横阻挠，国民党政权最

终丧失了这次机会。１９２８年，萍乡煤矿为江西省政
府收归省有；公司只有大冶铁矿还在继续生产。

“九·一八”事变后，汉冶萍公司基本上脱离了中央

政权的轨道，在日本债务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最终完

全沦为日本的附庸。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才

最终将其收回，成为国有华中钢铁公司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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